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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艳阳天》，是浩然在 20世纪 60年
代初创作的影响广泛而长远的代表作之一，是中
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北京郊区现实生活
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调动了浩然当时
的全部生活积累，囊括着人生阅历、艺术修养、文
化知识的吸收与占有，以及他对农村发展的基本
认识和对农民大众的朴素感情，代表了他那时的
思想、艺术的水平和写作的全部力气。“乌云遮不
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是他对当时中国农村形势的基本认识，这
个认识自从产生，终生未曾有过动摇和改变。

这部被广大读者熟知的著作究竟是如何创
作出来，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过程呢？

初入文坛的浩然，为写出一部反映农业合作
化“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练好基本功，一连气写
了 6年短篇，出版了 10余本短篇小说集（册），才
于1962年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那时，浩然刚从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
下放劳动回京才一年。在昌乐县的许多经历，对
浩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他深一层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农民，认
识了文学的使命，使他对农民淳朴、善良、憨直的
本性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对农村各种类型的
人物在不同境况中，不同的思想心态、行为举止，
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透彻的了解；进一步感受
到劳动果实不仅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也不仅
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还饱含着他们
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深厚感
情。在昌乐，浩然获得了《艳阳天》中的许多场景、
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对《艳阳天》的构思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

1962年底，业余创作的浩然争取到一段较为
集中的时间，满怀信心的来到北京作家休养所。
始料未及，新的困扰却出现在浩然的面前：中国
农村的合作化道路这么长，千头万绪，从何处开
始落笔？万语千言，又从哪里说起呢？冥思苦想了
两天，不仅没有理出头绪，反而越发的担心这来
之不易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白白溜走；与其
这样对着稿纸发呆，不如回去创作短篇。在犹豫
不决中，他给朋友王主玉打电话，述说了自己的
苦闷。王主玉对浩然说：捋不出头绪就不要硬写，
合作化的道路很长，哪一段最感动、写着顺手，你

就把哪一段提出来先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浩
然眼前一亮：素材最感人，写起来最顺手的是在
昌乐东村那连阴雨天，发动社员抢晒麦子的场
景，就先从这里下笔。当浩然再一次面对稿纸，熟
悉的生活情景涌现在眼前，并勾起许多联想，把
几年间的素材积累全部调动起来。作品构想、故
事情节、人物形象，如同一股旺泉喷涌而出，源源
不断地从笔下流泻到稿纸上。浩然拼命地在纸上
用笔耕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写作时
间达 12 小时之多，基本上都以万字以上的速度
进行，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8万字。

随着小说的写作进程，构思中原拟的几个人
物没有写进去，倒写出了几个临时“跳”出来的人
物。浩然的情绪高涨，而且越写越高，他充满信
心，要把这部作品创作为第一流的长篇小说。

1963年 1月 9日，浩然完成了小说第一卷的
起草工作，从动笔到草出，历时13天。

1 月 15 日开始，浩然对小说草稿进行抄改，
增添了一些内容，到 4 月 5 日，正式地脱出第一
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似乎并没有看重它，被搁
置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从编辑部的
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作者的情
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
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这部书稿十分重视。刊物负
责人之一的叶以群阅读后，当即决定用这部小说
替换下原定刊发的长篇小说。即将复刊的《收
获》，容量仅有 26万字，只能发表 12万字以内的
长篇。为了能全文刊登，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
量，但此时邮局已经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
变更；于是找到浩然，希望做一些删改。大幅度删
节自己心血的结晶，浩然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

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
到很为难，几次想打退堂鼓。一方面《收获》杂志
社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一方面碍于情面不好
意思断然拒绝，浩然只得忍痛做了削足适履式的
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
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
删除。《收获》杂志 1964年第 1期，刊登了经过删
节的《艳阳天》第一卷。

不知是否因为《收获》一复刊就隆重推出了
《艳阳天》，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长
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任彦芳等人看过《艳阳天》
手稿后，也对其赞不绝口，作家出版社开始对《艳
阳天》重视起来，突然加快了编辑出版的进程。
此时距浩然将小说手稿交给出版社已过去了近
一年。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 1964 年 4 月 2
日开始进行修改。这次修改工作量大，也很艰
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过程。顺利的时候，思
绪像破了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一天就“无
中生有”的写出 1 万多字；碰到难题的时候，
一天只能完成一点，还不甚理想。最紧张的时
候，连中国作协开理事会，都在思来想去后舍
弃，抓紧时间修改稿件。

从 4月 2日至 5月 13日，浩然对《艳阳天》第
一卷手稿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从 6 月 1 日到 8
月 10 日又对校样进行了三次大改。在这几次修
改中，增删了人物，加减了情节；地名由“焦甲坞”
改为“东山坞”；大脚焦二菊和韩百仲原本是住在
村子两端的两家人，为了使人物丰满，故事有趣，
把他俩变成了夫妻；哑巴这个人物，更是初稿中
连影子都不曾有的。

1964年8月下旬开始，浩然对校样又进行了
两次修稿工作，9月14日完成最后的修饰，9月16

日付型。
作家出版社计划在 1964 年国庆节前印出 1

万册上市，10月份内印出 25万册平装，2千册精
装。为了省工快速，将第一卷分成了上下两册印
刷装订。不仅如此，为了能按时完成计划，在
上机器前的 3 日内，出版社校对、出版两个科
室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到工厂去加班。《艳阳
天》第一卷于 1964 年 9 月 17 日印刷厂上机器，9
月29日下午出书，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高速
度的。

尽管《艳阳天》第一卷的印量很大，但仍有供
不应求之势。出版社在年底时通知浩然：除了已
印出和将要印的普及本之外，还要再加印 50 万
册。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将印刷发行近百万册。

为适应农村读者的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
求，浩然于 1965 年 3月 13日开始，只用了 4天时
间就完成了《艳阳天》缩写本即农村版的编改。
1965年10月，《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出版发行，
第一次印刷就达40万册。

1964年10月11日，浩然经过短时间的读书、
休整之后，开始了第二卷的起草，到11月18日用
了 1 个多月的时间草完一稿。此后因参加为期 4
个月的整风运动，第二卷的修改工作暂时搁置。

1965 年 3 月 6 日至 7 月 17 日，浩然对《艳阳
天》第二卷手稿进行了五次大的抄改。

第二卷的修改出版过程并不顺畅。《艳阳天》
第一卷出版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显而
易见的，奇怪的是，出版社在收到第二卷的书稿
后，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对《艳阳天》的热度降低
了，不再像以往那么迫切，这让浩然很是费解。出
版社在与浩然多次交谈修改意见时，既缺乏热
情，也极少鼓励，给人一种前怕狼后怕虎，想吃鱼
又怕刺儿扎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浩然

的情绪，使他产生了担心：在这种状态下写出
的作品，它的质量将会是怎样的；顾虑多端，
觉着怎么写都会使某些人有意见，自己似乎不
能做主。

9月9日，浩然开始动手修改第二卷校样。刚
开始时情绪不是很高，两天过后，“劲头”一下子
来了，用浩然自己的话说：“情绪之高涨，精神之
充沛，思路之宽阔，是西山最高潮期所不能相比
的。”浩然紧紧抓住这个灵感之神不放手，“大改、
狠删、猛加——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我的手下燃
烧起来了。”这次修改，仅新增写的就有10章，工
程可谓巨大。到9月29日，书稿修改完成，可作为
第二卷出版。这 20 天，浩然感到“是在十分艰难
中度过的，是在拼着性命搞创作”。“从五官到内
脏，无一处不是伤痕累累”。

在结构第二卷时，浩然曾考虑将二、三卷合
二为一，这样事件可以集中，写起来方便，也免得
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他作品的创
作。但在第二卷的起草、修改过程中，随着新内容
的不断充实，最后还是决定分为两卷。因此，当第
二卷定稿时，第三卷已经有了雏形，写出了草稿。

自 1965 年 10 月 5 日开始，到 11 月 16 日，浩
然对《艳阳天》第三卷进行了两次抄改。过后不
久，浩然对第二卷的校样又进行两次修改；第三
卷也由出版社终审完毕，12月22日，浩然将第三
卷修改完毕。一部把众多人物、故事和情节，都融
汇到从麦子黄梢到打罢场、入库近一个月的时间
里表现出来，在形式上也有突破创新的多卷本长
篇小说基本完工。

从 1962 年 12 月 26 日动笔写《艳阳天》，至
1965年 12月 22日将第三卷修改完毕，恰巧是整
整3年。在这部120万字的巨著竣工之时，浩然深
深感慨道：“可以说，3 年中间，我没有一天不是
在苦干中；120多万字的艰巨工程，总算初步完竣
了！《艳阳天》，会作为我一生中一件重大的事件
记录下来。”

1966年1月，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校样做
了最后一次的修订。

1966年3月，《艳阳天》第二卷出版。1966年5
月，《艳阳天》第三卷出版，但因“文革”开始而没
有发行。1971年5月，《艳阳天》通过审查解禁，三
卷本《艳阳天》完整面世。

《金光大道》是浩然平生最看重的作品，也是
“文革”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它也是文
学史通常一笔带过的作品，更是学术界缺乏全面
深入系统研究的作品。这部作品，誉之者称之为

“代表了当代小说的高度”，毁之者斥之为“没有
什么成就”。回顾新时期以来关于浩然的多次论
争，它几乎每次都成为论争的焦点。两极评判的
唇枪舌战之后往往是不欢而散，伴之而来的是无
力的疲软，而这种疲软会在新一轮的论争中再度
亢奋。亢奋、疲软、亢奋……周而复始，意气大于
学理的论争总以浅尝辄止而终。这对《金光大道》
的研究推进不大，以致浩然的尴尬文学史地位至
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重读”风行的当下，
我们何不暂时抛开主观争论，好好地对四卷本的

《金光大道》动动手术、解剖一番呢？这好过无益
的口水战。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和心态，我一而
再、再而三地细读了四卷本的《金光大道》。通过
阅读和研究，我认为《金光大道》呈现出一种“史
诗”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也可谓一部

“奇妙混合体”。
由于图解“路线斗争”理念和运用“三突出”

的创作方法，《金光大道》在反映社会历史发展本
质规律、呈现生活情景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以致它还称不上是一部

“史诗”性作品，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金光大道》是
一部具有强烈“史诗”追求意识的作品，不能抹杀
它具有“史诗”作品的某些特质。

《金光大道》的“史诗”追求，首先体现在浩然
创作的“史诗”意识上。浩然说《金光大道》：“这部
书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民立一部

‘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
般的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
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浩然创作

《金光大道》的“史诗”意识与20世纪中国现当代
作家创作的普遍“史诗”情结一脉相承。一般认
为，中国有“史传”传统，没有“史诗”传统。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小说缺乏巴尔扎克式的

“史诗”小说，《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和
《红楼梦》等小说现在看来皆可位列其中。中国现
代长篇小说的“史诗”倾向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茅
盾的《子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诗”小说的标
志性作品。中国现代小说的“史诗”追求，在茅盾
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洪子诚指出：

“到了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的强
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
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这在表现‘现
实生活’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如柳青的《创业
史》，但最主要的‘实现’，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的
创作中。”浩然创作《金光大道》的“史诗”意识，显
然是步茅盾、杜鹏程和柳青们的后尘的，可谓“长
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要比一代强”。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不是浩然创造了《金光大道》，而是《金光大
道》创造了浩然。当然，也不乏浩然扬名文坛的个
人志气和欲望在里面。

其次，宏大的结构布局，也彰显出《金光大
道》的“史诗”追求。刘景荣指出：“跟此前同类小
说相比，《金光大道》的艺术结构也是后来者居上
的。《铁木前传》和《创业史》都是没有最后完成的
作品，无法窥其全璧。《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是
首尾完具的作品，但结尾过于匆忙急促，致使其
结构出现前紧后松的通弊。《艳阳天》以其气魄宏
大、结构茂密著称，但过多地穿插叙述，却常常使
粗心的读者找不到主线。相比之下，《金光大道》
的结构就显得颇具匠心。在整体构思上，以党内
斗争为关钮，以一系列相对对立而又互有联系的
事件为主体，整个情节沿着芳草地农业合作化运
动的发展进程滚动式地向前发展。全书仅200万

字，分4部285章，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分开各部、
各章节又可自成起讫。如此宏大而又井然有序的
艺术结构，不仅标志着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力，在
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长篇小说的成就在当代所
能达到的高度。”对于熟悉当代农业合作化小说
和四卷本《金光大道》的研究者来说，刘景荣对

《金光大道》艺术结构的分析，可谓中肯。其实，早
在 1970 年代，嘉陵（叶嘉莹）在《我看〈艳阳天〉》
的“余论”中就认为以“理性取胜”的《金光大道》
要比以“感性取胜”的《艳阳天》“在全书的结构组
织方面，都有理性的安排，更有周密完整的计
划”，且“两者各有千秋”。陈侗也曾认为：“《金光
大道》里，浩然所尝试的已经不是像《艳阳天》那
样的结构现实主义创作，他更想写的是一部‘长
河小说’。”可见，《金光大道》的结构布局相当宏
大和周密，具备“史诗”作品的规模，潜藏着浩然
创作的野心和抱负。

再者，《金光大道》的“史诗”追求，一定程度
上还体现在“高大全”人物的塑造上。尽管说“路
线斗争”理论和“三突出”创作方法使浩然的创作
走向“歧途”，但也在不经意中成就了《金光大道》
的某些“史诗”特质。《金光大道》里，高大泉带领
芳草地人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开辟新天地和新
生活，大有摩西出埃及的意味，被认为具有“创世
纪”神话的色彩。从旧中国旧社会到新中国新社
会，广大劳苦大众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中一变
为掌握自身命运的主人，这个历经磨难的过程无
疑也与西方神话史诗中的英雄经历颇多契合之
处。所不同的是，以往那种神话式英雄和帝王将
相式的英雄，逐渐被新时代的高大泉式平民英雄
所取代，所谓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
英雄。高大泉走在“金光大道”上和高大泉只手挽
救倾覆的马车的情节，加之他的“全知全能”和

“禁欲”形象，这些后来也成为高大泉是“神”而不
是“人”的罪证。我们虽然否定“三突出”的创作方
法，但我们却无法割断“神话”因素与“史诗”天生
具有某些隐秘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金光大道》是一部
具有“史诗”追求意识的作品，呈现出“史诗”性作
品的某些特质，但这并不是说它是一部“史诗”性
作品。其实，它的“史诗”追求也有别于西方的“史
诗”追求。正像董之林所说：“虽然在中国当代文
学批评中常有文章把某些长篇小说喻为‘史诗’，
但其含义已经偏重以小说的形式为历史作传，实
际秉承了史记的传统，而非西方古典传统中充满
幻想和征服色彩的‘史诗’。”从《艳阳天》到《金光
大道》，浩然从主观意识上开始了自觉地以“小说
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
过程的“史诗”追求。只不过他的“史诗”追求更多
地是在运用深受“史传”传统影响的中国古典小
说、地方戏曲和民间故事，尤其是《金瓶梅》《水浒
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中国古
典小说的叙事方法和创作技巧中实现的，《金光
大道》在“现代抒情和传统叙事”中呈现出一种

“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
《金光大道》中这种“史诗”追求和“史传”笔

法的交错，可以从其“引子”和“回目”中直观地看
出，而各“回目”章节之间的内在关系，更凸显了

“史传”笔法。
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两者之间最直观

的变化首先是《金光大道》有“引子”。这与《艳阳
天》从“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续上”写起的
那种新文学传统的横截面写法显然有别。《金光
大道》的“引子”，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典小说中
的“楔子”。“引子”虽小，但它在凸显创作意图和
布局结构上统摄全篇的作用，则与中国古典小说
的“楔子”契合。它也让人想起柳青《创业史》的

“题叙”，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也相当清晰。尽管

如此，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题叙”侧重反映中国
贫苦农民在旧社会的“创业史”，而“引子”则更关
注中国贫苦农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史”。李云雷认
为：“在《金光大道》中，这些贫苦农民似乎连‘创
业’的想法和可能性都没有，他们只是辗转在社
会的压迫、剥削和自然灾害之中，流离失所，忍受
着无尽的苦难。”《金光大道》中，“引文”和“正文”
把旧社会中国贫苦农民的“苦难史”和新社会中
国贫苦农民的“创世史”截然两分，形成了一种鲜
明的对照。“引子”为“正文”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
供了历史背景和变革依据，“引子”中小说重要人
物的性格和冲突又为“正文”中的情节的展开做
好了铺垫。《创业史》中，旧中国旧社会的个体农
民发家创业一次次归于失败，但在《金光大道》
中，旧中国旧社会的广大劳苦大众只有苦难，何
曾有过创业？这是《金光大道》中“引子”比“题
叙”比《创业史》在事件和人物在历史本质化方面
更进一步的地方，这也是《金光大道》比《艳阳天》
更有历史纵深感的地方，所谓”诉说革命家史”。

《艳阳天》虽然皇皇三大卷，长达 120 万余言，结
构布局宏大，人物形象众多，颇具“史诗”体制和
规模，但是《艳阳天》时间跨度较短，横截面式的
写法未能达到全面地揭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
命的本质规律，以至它还称不上中国农村社会主
义革命的“史诗”性作品。正因为“引文”的加入，

《金光大道》的“史诗”意识较之《艳阳天》显得更
加自觉。

如果说“引子”的增设使《金光大道》较之《艳
阳天》更具“史诗”意识，那么“回目”的添加则使

《金光大道》较之《艳阳天》更凸显“史传”笔法。从
《艳阳天》到《金光大道》，《金光大道》中每章“回
目”的添加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金光大道》每
章都有“回目”，这是《艳阳天》中所没有的，它倒
是与浩然创作《艳阳天》以前常带“回目”的短篇
小说颇多有相似之处。《金光大道》中每章带有

“回目”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新变，以
前的张恨水和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多有运用，孔
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亦是如此，而张恨水、
赵树理和孔厥、袁静恰恰是浩然较早接受且颇为
喜欢、并深受影响的作家。固然《金光大道》中每
章“回目”与用两句对偶文字标目的传统章回体
小说有别，但是它在每一回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
故事段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承接前文开启下
文等方面与传统章回体小说并无二致，这也比较
符合社会大众传统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趣。那
种“旗开得胜”、“又一个胜仗”、“又登上一个台
阶”和“最后胜利”的“呼应式”回目，分则各成段
落，中间间隔洋洋洒洒数十回；合则混为一体，气
流灌注一卷中；其中故事套故事，前后勾连，以至
无穷。这显然与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没有布
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故事连缀起来，拆开来，
每段自成一篇，合拢来，可长至无穷”的情形血脉
相通。区别在于，它同时又是“有布局”的，且能
够构成“总体结构”的小说，这是西方现代“史诗”
观念和中国“史传”传统共同孕育的结果。那种

“一抢一拉”、“一喜一忧”和“一惊一乍”的“类同
式”回目，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彼此又相映
成趣，颇富轻喜剧色彩。那种“决战刚开始”、“他
慌了”、“查线索”、“布置任务”、“戏台上下”、“最
后挣扎”、“追踪扑影”和“天罗地网”的“连续式”
回目，既营造了一种紧张激烈的气氛，又不乏疏
密错落之致。那种“夜宿松柏坡”、“风雨龙虎梁”
和“朝霞在燃烧”的“贯注式”回目在浓墨重彩之
间集中地刻画了高大泉的英雄形象，颇有《水浒
传》中有关武松几回书的影子。《金光大道》中，

《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
国古典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和审美情趣随处可
见。其中尤以伏线、对比、以小见大、隐喻和象征

等手法为精彩，深得“史传”笔法之妙。当读到《金
光大道》中斗争三方的三军对垒、大战三百回合、
终天下归心的时候，《金光大道》从“演绎”“路线
斗争”的小说俨然成为了“路线斗争”的“演义”小
说了。

即便是高大泉这样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
塑造，也显然有别于西方“史诗”作品中不乏缺
点、放纵情欲的英雄人物，倒是和中国古代历史
和英雄传奇小说中人物的扁平化和完美化特征
多有契合，不乏“史传”笔墨。高大泉的“禁欲”和

“无情”，符合中国古典小说多摹英雄气概而略叙
儿女情长的传统，“新人”为“真理”抛头颅、洒热
血的行为与古代英雄为“忠义”赴汤蹈火、万死不
辞的情形殊途同归。萧长春为了麦收而强忍失去
儿子的悲痛情形，不禁让人想起《赵氏孤儿》中程
婴的“弃儿救孤”，悲怆之感顿生。高大泉只手挽
救倾覆的马车的情节，使人眼前浮现出《说唐》中
李元霸手举石狮子的场景，英武之姿尽显。这种
用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笔墨多从
史书和传说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
想化色彩，虽然不一定经得住生活真实的检验，
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这两个“场
面”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好的说明，尽
管我们后来习惯将之看做是极左创作方法制造

出来的反面教材。在很大程度上说，高大泉等“新
人”形象的塑造可视为古代英雄的现代重现和再
造，它们内具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而外秉古代英雄
的雄姿，闪耀着理想性的光辉。有意思的是，“无
产阶级英雄典型”形象的塑造完成于对“新人”形
象知之不深而对传统英雄熟稔的“土”作家浩然
之手，而不是那些提倡“新人”形象的前辈文学家
之手，这种情况颇让人深思。

概而言之，浩然的《金光大道》一方面在现代
意识上既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
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和他的《艳阳天》一脉相
承，另一方面又在传统叙事上与《三国演义》《水
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息息相通，呈现出一
种“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对西方

“史诗”与中国“史传”的有机结合也不乏有益的
探索，也可谓“奇妙的混合体”。无独有偶，姚雪垠
的《李自成》则与之遥相呼应，同样呈现出“史诗”
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固然一个指向当
时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个指向300多年前的明末
历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文学有一
时代文学之精神理念和美学风尚。时过境迁，我
们可以不喜欢那个时代的文学，但是我们却无法
否认它的存在。对于《金光大道》，否定它或肯定
它，否定中肯定或肯定中否定，这似乎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追问它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
么，我们今天所谓的“不真实”为什么当时的人认
为是“真实”的，它怎么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情感
结构。正像李杨所说：我们的文学研究，要把信仰
的问题转化为知识的问题。《金光大道》在今天不
管是负债，还是遗产，我们都必须正视它，而不是
回避它。解决浩然的尴尬文学史地位，应从重视
研究四卷本的《金光大道》始。

《《艳阳天艳阳天》》::鲜为人知的创作历程鲜为人知的创作历程
□□梁秋川梁秋川

《《金光大道金光大道》：“》：“史诗史诗””追求和追求和““史传史传””笔法笔法
□李杰俊


